财税激励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吗? by 曹艳杰 et al.
《东南学术》2018年第 2期
96
财税激励有利于提升企业
创新效率吗？
 曹艳杰　陈明森　苏国灿
摘要：本文通过构建“财税政策—创新机制—创新效率”的研究框架，侧重研究财税政策与创新转化机制、创新
效率的内在联系。在目前中国情景下，政府财税政策虽然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有不同程度的激励作用，却
在总体上损害创新转化机制运行，导致创新主体错位、创新动力扭曲、创新风险约束松弛，进而对企业创新效率产
生负面作用。但是这种影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其中企业所有制性质和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利用 2007—2015 年Wind、CSMAR等数据库 3127个和 1019 个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和异质性分析结果，
也基本支持了上述假说。因此，当前国家创新财税扶持政策重点，应从以促进创新投入为主，转向以促进创新机
制合理运行、提升创新效率为主；财税激励应侧重于强外部经济性的基础研究、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而逐步退出
对一般竞争性研发活动的财税支持；要逐步消除财税政策扶持的体制性歧视，在不同性质所有制企业之间公平
合理地分配创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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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但创新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创新活动具有外部经
济性、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等特点，往往会造成市场失灵 a，仅靠市场的力量无法使创新投入
达到最优的水平，此时政府政策支持作用就不可或缺。因此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政
府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从 2007 年到 2015 年仅国家财政科技支出
已由 2135 亿元增加到 5862 亿元，年均增长 13.5%。然而，在研发活动和研发投入大幅增加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初始资源导向的创业路径依赖及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3BGL030）。
a　　Clarysse B, Wright M, Mustar P. Behavioural Additionality of R&D Subsidies: A Learning Perspective [J]. Research Policy, 
2009, 38(10): 1517-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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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进步总体水平仍然比较落后，特别是创新效率还处于较低
的水平。根据钟祖昌 a 的研究表明，在 2001 到 2008 年间，我国的创新 SBM 效率值仅为 0.640，
低于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 0.646，而日本和韩国则分别达到了 0.769 和 0.711。这就给学术
界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我国科技创新财税政策在激励创新活动和创新投入过程中，
能否同时提升企业创新效率？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主要还是集中于国家财税政策对企业的创新投入和
创新产出的激励方面，但对财税激励创新效率效应的研究却少有文献涉及，而且在观点上存
在较大分歧。但无论是激励效应说，b 还是挤出效应说，c 或者中性效应说，d 多数仍局限于
传统的“财税政策 - 研发投入”分析范式，少有深入探讨国家财税政策的创新机制效应及其
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为此本文企图突破传统的分析模式，采用企业行为理论、信号理论，构建“财
税政策—创新机制—创新效率”的研究框架，侧重探讨财税政策对创新转化机制进而对创新
效率的影响；同时利用 2007—2015 年 Wind、CSMAR 等数据库 3127 个和 1019 个非平衡面
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和异质性分析，对文中所提所有基本假说加以实证研究。
二、财税激励：创新机制扭曲与创新效率损失
创新投入与创新效率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经济范畴。创新投入是指在创新活动中企业
对资金、设备、人力等所有资源投入总和，而创新效率则是指企业的单位创新投入所产生的创
新产出，它是衡量其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且取决于企业的创新机制。
企业创新机制作为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转化器，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创新决策机制、
创新动力机制和创新风险约束防范机制。下面从企业行为理论和信号理论分别考察政府财税
政策对企业创新机制各个组成部分的激励影响作用。
首先，企业行为与政府行为的目标差异，政府干预会导致创新决策主体错位。财税扶持
政策实施，使得政府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企业的创新活动。从企业行为理论上看，政府与企业
对创新活动具有不同偏好，企业创新决策是以市场为导向，倾向于中短期盈利目标；而政府创
新决策更偏好于远期技术。e 更有甚者，不少地方政府为了满足“政绩工程”需要，盲目上马少
有经济价值高大上“花瓶式”科研项目。扭曲市场对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造成政府研发项目
选择失误与创新效率损失。
其次，财税激励增加企业额外收入，扭曲企业创新动力机制。与其他经济活动相类似，创
新活动也存在着创新投入边际收入递减与边际成本递增的内在规律性。企业创新动力是追求
创新效益最大化，其创新投入的最优均衡点必然落在创新边际收益（MR0）与创新边际成本
（MC）交叉点上 ( 图 1 中的 O 点 )。财税激励却增加企业创新的额外收入，导致创新边际收益
由 MR0 上移到 MR1，诱使原先低效、无效甚至是负效益研发项目也加入研发活动，创新投入
的规模从T 0 上升到 T 1，创新规模均衡点由O 点上移到 Q 点，造成创新边际成本上升，导致创
新效率损失（图 1 中的阴影部分，即： ）。当然从企业角度考察，这部
分损失可以从政府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中得到弥补，但从全社会的角度看，却是研发资
a　钟祖昌：《研发创新 SBM 效率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 OECD 国家和中国的实证分析》，《财经研究》2011 年第 9 期。
b　Bronzini R, Piselli P. The Impact of R&D Subsidies on Firm Innovation. Research Policy, 2016, 45(2): 442-457.
c　廖信林、顾炜宇、王立勇：《政府 R&D 资助效果、影响因素与资助对象》，《中国工业经济》2013 年第 11 期。
d　唐清泉、罗党论：《政府补贴动机及其效果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2007 年第 7 期。
e　肖文、林高榜：《政府支持、研发管理与技术创新效率——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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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浪费，财税优惠力度越大，偏离最优均衡点的创新投入越多，宏观创新效率的损失也就
越大。加上我国的财税优惠政策侧重于考核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人员比重，导致一些企业
财税政策的寻租行为，单纯为获取税收优惠而盲目扩大研发投入，也会造成研发资源的闲置
与浪费。
第三，政府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导致财税激励政策会造成研发活动约束机制松弛、弱化。
在财税优惠政策的政府和企业互动中，双方之间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极易诱发企业道德
风险和逆向选择，造成约束机制的松弛。具体表现为政府对企业财政资金用途监管失控导致
的道德风险问题以及财税政策行政审批的主观随意性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由于我国财税优
惠政策（特别是财政补贴）的行政审批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缺乏制度与法律约束，会诱发
企业寻租行为，创新效率损失（Du 和 Mickiewicz，2016）。财税激励力度越大，企业寻租活动
的动机越强烈，对创新效率的危害也越大。
     　　
          图 1　创新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                  图 2　财税激励政策效应与创新机制扭曲
可见，财税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强正向激励效应，对创新产出具有弱正向激励
效应，而对创新转化机制具有强负向激励作用，造成创新机制扭曲，进而在整体上损害了企业
的创新效率。当然，这里所说财税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并不意味否定财税政策
积极作用，因为从宏观层面考察，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通过前向、后向和
横向联系的技术扩散，对产业结构改善和相关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发挥重要作用。a 财税激
励政策所造成的某种程度微观创新效率损失，可看成政府为激励创新外部经济性所付出的成
本代价。因此，只要创新外部效应大于企业创新效率损失，政府财税激励政策就有操作空间。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出如下研究假说：
H1：财税创新政策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创新资源投入产出，却造成创新主体错位、
创新动力扭曲和约束机制弱化，进而从整体上损害创新投入产出转化效率，因此，总体上政府
财税激励与企业创新效率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
虽然从整体上看，财税激励政策并不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但其影响程度受到多种
因素制约，与企业所有制性质和企业所处生命周期密切相关。
第一，所有制性质是创新转化机制重要基础，企业所有制性质对创新效率有重大影响。
一方面，与非公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与政府部门具有千丝万缕“血缘”联系，具有天然的寻租
优势，容易获取创新资源，而且不少官员为了规避受贿嫌疑和追责风险，也乐于将政策资源向
国有企业倾斜。b 据戴小勇和成立为 c 的研究发现，当前我国有 45.56% 的财政补贴流向了国
a　 陈明森：《市场进入退出与企业竞争战略》，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
b　Luo L, Yang Y, Luo Y, Liu C. Export, Subsidy and innovation: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versus Privately-owned 
Enterprises [J].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2016, 4(2): 137-155.
c　戴小勇、成立为：《财政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门槛效应》，《科研管理》2014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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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企业。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产权模糊，且多数处于垄断性行业，缺乏竞争压力和创新动力，
加上预算约束软化，存在多重代理、监管、问责不严等多种问题，往往造成创新资源的冗余与
浪费，财税扶持政策对创新效率的负面作用更为明显。加上我国的国企经营者通常是由上级
政府任命的，且任期是短期的，这更加加剧了国企经营者的短期化行为。a 在这两种因素的
推动下，导致了财税扶持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的负面作用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基于此，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研究假说：
H2：与非公企业相比，财税扶持政策对国有企业创新转化机制的负向影响更为严重，对
创新效率损害也更大。
第二，企业生命周期也是影响激励效果重要因素。一方面，企业的创新能力会随着企业
年龄的增长而递减，相同创新投入下，越年轻的企业其创新产出越多。另一方面，相比成熟期
企业，成长期企业缺乏持续的资金，且面临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b 此时，财税政策可以有效
的缓解成长期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其创新效率，但无助于提高成熟期企业的创新效率。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研究假说：
H3：从企业所处生命周期看，财税政策对成长期企业有一定激励效果，而对于成熟期企
业财税激励更多是负面影响，进而造成创新效率损失也较大。
三、模型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 2007—2015 年沪深两市的 A 股非金融业行业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
我们执行了如下筛选程序：（1）剔除缺少关键变量的观察值；（2）对关键变量进行 95% 的缩
尾处理。由于企业的专利数据亦有不少缺失值，为充分利用样本，我们在进行财税激励对企
业研发投入的研究时，对这部分专利数据缺失的样本给予保留。最后，本文在研究财税激励
对创新投入和财税激励对创新效率的影响时，分别利用了3217 个和 1019 个非平衡面板样本。
在数据来源方面，本文关于公司的财务数据和所有制性质数据来源于 Wind 金融终端系统，公
司的专利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
（二）变量的定义和度量
1. 因变量
（1）企业创新投入（RDD）。借鉴聂辉华、谭松涛、王宇锋等人 c 的研究，我们用企业的研
发支出与销售收入的比值作为衡量企业创新投入的变量。这样做有助于消除不同样本间的数
量级差别，从而使实证的结果更加稳健。
（2）企业创新效率（Patent_rd）。本文利用企业当年的专利申请数与前一年的研发投入
的比值衡量企业的创新效率。相比当前大部分直接用企业当年的专利申请数作为企业创新效
率的衡量指标，该指标还将研发投入数量对专利申请数的影响纳入考虑。由于这一度量指标
属于企业的存量指标，而关键变量财政补贴和所得税优惠都是政府方面的流量指标，因此在
稳健性检验中，我们还将用“企业当年专利申请数的变化幅度”作为创新效率的另一衡量指标，
以验证我们的研究假说。
a　吴延兵：《国有企业双重效率损失研究》，《经济研究》2012 年第 3 期。
b　Mueller D. A Life Cycle Theory of the Firm [J]. 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1972, 20(3): 199-219.
c　聂辉华、谭松涛、王宇锋：《创新、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 : 基于中国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世界经济》2008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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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释变量
（1）政府补贴（gs）。借鉴唐书林、肖振红和苑婧婷 a 的研究，我们用政府补贴与销售收
入的比值衡量企业的政府补贴。其中政府补贴的数据来源于上市企业年报附注的“营业外收入”
科目中的“政府补助”。
（2）所得税优惠（tax_ pre）。从当前我国关于所得税优惠的方式来看，主要有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和所得税税率优惠。其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所得税税率优
惠可以直接反映到实际所得税税率中，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则会体现在递延所得税资产（或
负债）中。由于影响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的因素有很多，且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会影响实际所得税税率，因此我们这里采用名义所得税税率与递延所得税调整的实际所得
税税率的差额作为所得税优惠的衡量指标。这种方法会因没有考虑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而
低估所得税优惠，属于小口径的所得税优惠。因此，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也没有考虑递延所
得税资产（负债）的名义所得税税率与实际所得税税率的差额作为所得税优惠的度量指标，
验证我们的研究假说。具体而言，本文的所得税优惠测算公式如下：
（1）
3. 控制变量
借鉴前人的研究，本文在研究财税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时，还控制了总资产收益
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资金充裕程度（lcash）、企业年龄（age）、资产负债率（lev）、
成长水平（rev_growth）、企业规模（lasset）、所有制性质（soe）等因素。在研究财税激励对企
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时，由于我们的度量指标是企业当年的专利申请数与前一年研发投入的比
值，而企业当年的专利申请数可能会与其申请是否成功的数量相关，因此在研究企业的创新
效率时，我们不仅控制了以上因素还控制了发明当年授权个数（firpatent）。
表 1　控制变量的定义
变量名称 符号 定义
总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与平均总资产的比值
净资产收益率 roe 净利润与平均净资产的比值
资金充裕程度 lcash 库存现金的对数
企业年龄 age 数据当年 - 企业成立的年份 +（12- 成立的月份）/12
企业生命周期 lifecycle
借鉴刘阳和彭韶兵（2012）b 的研究，根据组合现金流将企业生命周
期分为成长期和成熟期。当企业处于成长期时取 1，否则取 0。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 t
成长水平 rev_growth 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
企业规模 lasset 企业总资产的对数
所有制 soe 若企业为国企则取 1，否则取 0
发明当年授权个数 firpatent 企业当年申请的专利当年授权的个数
注：在区分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时，根据刘阳和彭韶兵（2012），当企业只有融资性现金流为正值，或者只
有营业现金流和融资现金流同时为正时，表示企业处于成长期。否则，企业处于成熟期。
（三）模型构建
为检验政府的财税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以下 4 个基本回归模型。
                                        （2）
a　唐书林、肖振红、苑婧婷：《上市公司自主创新的国家激励扭曲之困——是政府补贴还是税收递延？》，《科学学研究》2016
年第 5 期。
b　刘阳、彭韶兵：《IPO、盈余管理与企业生命周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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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其中，RDDit 表示企业的创新投入；Patent_rdit 表示企业的创新效率；tax_ preit 表示企业
获得的所得税优惠；gsit 表示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HVijt 表示企业的异质性变量，当 j=1 时，
表示企业所有制的异质性（soe），当 j=2 时，表示企业所处生命周期的异质性（lifecycle）；CV1
和 CV2 分别表示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的控制变量。在模型的估计方法上，由于本文
采用的是动态面板模型，因此运用广义矩估计（GMM）对其进行估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2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中可见企业创新投入的均值为 0.032，标准差为
0.026，变异系数为 81.25%；创新效率的均值为 39.347，标准差为 93.403，变异系数为 2.37，a
说明不同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的差异。虽然财政补贴标准差仅为 0.008，
但其变异系数达到了 100%，说明财政补贴在不同企业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再看所得税
优惠，其均值和标准差则分别为 -0.010 和 0.123，说明整体而言，企业的实际支付税率超过企
业应支付税率，这是由于当前我国存在税会差异 b 造成的，不过其标准差也差别较大，变异系
数达到了 12.3，说明所得税优惠力度在不同企业之间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创新投入 3127 0.032 0.026 0.001 0.099
创新效率 1019 39.347 93.403 0.0193 1234.972
财政补贴 3127 0.008 0.008 0.000 0.030
所得税优惠 3127 -0.010 0.123 -0.378 0.191
所有制 3127 0.360 0.480 0.000 1.000
总资产收益率 3127 8.434 6.041 -11.785 61.213
净资产收益率 3127 11.628 9.787 -38.830 168.830
现金充裕程度 3127 20.347 1.378 14.932 26.100
企业年龄 3127 15.806 5.041 1.000 37.083
资产负债率 3127 43.583 19.485 0.752 98.203
成长水平 3127 17.125 33.243 -70.304 729.227
企业规模 3127 3.782 1.396 -0.234 9.583
注：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和成长水平的单位为 %。
（二）财税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整体效应
表 3 给出了财税激励对企业创新的整体效应，其中第（1）、（2）列分别为模型（2）、（4）
的实证结果。从各项检验看，两个实证的 Sargan test 都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
AR(2) 检验也不能拒绝一阶差分方程的随机误差项中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原假设。因此，
估计结果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和二阶序列相关问题，都表现出了良好的稳健性。
a　变异系数等于标准差与均值的比重，当变异系数达到 15% 时，说明样本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b　“税会差异”是指会计准则与税法在核算收入、成本等具体科目时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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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回归结果看，两者实证的结果共同验证了研究假说 H1。在第一个实证结果中，地方政
府对企业的财政补贴占销售收入的比重每提高 1%，会促进企业多拿出其销售收入的 0.286%
用于创新投入，该值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财政补贴对企业的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激
励效应；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每降低企业 1% 的税率都会促进企业多拿出其销售收入的 0.004%
用于创新投入，该值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所得税优惠对企业的创新投入同样具有显著
的正向激励效应。在第二个实证结果中，财政补贴的系数为 -347.721，且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
所得税优惠的系数为 -20.117，亦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我国当前的财税激励政策并不利
于促进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由此可知，财税创新政策在激励企业提高创新投入的同时也会
造成创新主体错位、创新动力扭曲和约束机制弱化，进而从整体上损害了创新投入产出转化
效率，导致一定的企业创新效率损失，并不利于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
表 3　 财税激励对企业创新的整体效应
创新投入 创新效率
（1） （2）
系数估计值 标准差 系数估计值 标准差
创新投入滞后一期 0.821*** (0.053) -- --
创新效率滞后一期 -- -- 0.171*** (0.007)
财政补贴 0.286** (0.138) -347.721* (180.255)
所得税优惠 0.004* (0.002) -20.117* (11.193)
总资产收益率 -0.000 (0.000) 0.670* (0.355)
净资产收益率 0.000 (0.000) -0.173 (0.205)
资金丰裕程度 0.005* (0.002) -4.931** (2.234)
企业年龄 -0.000** (0.000) -0.344* (0.202)
资产负债率 0.000 (0.000) 0.110 (0.094)
成长水平 -0.000*** (0.000) -0.103 (0.067)
企业规模 -0.007** (0.004) -3.437 (3.643)
所有制 0.002 (0.001) 8.472*** (3.030)
发明当年授权个数 -- -- 4.001 (7.512)
常数项 -0.060 (0.038) 134.248*** (39.667)
是否控制年份 是 是
样本量 3127 1019
AR(1) 0.000 0.048
AR(2) 0.118 0.326
Sargan test 0.059 0.099
注：（1）*、**、***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差。
（三）异质性分析
根据上文可知，财税政策的激励效果与企业所有制、所处生命周期以及资金的充裕程度
都有很大的关系，下面将着重分析这些异质性对财税政策的激励效果的影响。表 4 第（1）和
第（2）列给出企业所有制性质对财税政策的激励效果的影响；第（3）和第（4）列分析了生命
周期对财税政策的激励效果的影响。从表中可以看出，4 个实证的 Sargan test 都不能拒绝工
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AR(2) 检验也都不能拒绝一阶差分方程的随机误差项中不存在二阶序
列相关的原假设。因此，估计结果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和二阶序列相关问题，都表现
出了良好的稳健性。与此同时，实证结果也验证了相应的研究假说。
1. 企业所有制质异质性对财税政策激励效果影响
在第（1）列的实证结果中，财政补贴和所得税优惠的系数都为正值且分别在 5% 的水平
上显著，而财政补贴和所得税优惠与所有制性质的交叉项的系数都为负值，且分别在 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虽然财税政策在整体上会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但对国有企业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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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作用不如非国有企业；在第（2）列的实证结果中，财政补贴和所得税优惠的系数都在 5% 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两者与所有制性质的交叉项的系数则分别在 10% 和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财税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明显优于国有企业。结合整体回归结果可知，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会影响财税政策的激励效果，一方面财税政策有助于同时提高非国有企业
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并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另一方面，虽然财税政策也有助于提高国有
企业的创新投入但由于存在较大的扭曲，损害了创新投入产出转化效率，导致无法促进企业
创新效率的提升。这一结论正好验证了我们的研究假说 H2。
2. 企业所处生命周期的异质性对政府财税政策激励效果的影响
表 4 的第（3）列和第（4）列给出了关于财税激励对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
效率的影响的实证结果。在第（3）列的实证结果中，财政补贴与所得税优惠与生命周期的交叉
项的系数值都为正，且都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成熟期的企业相比，财税政策更有助于
促进成长期企业的创新投入。在第（4）列的实证结果中，财政补贴与所得税优惠的系数都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两者与生命周期的交叉项的系数则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
此同时，通过 t 检验可知，两者交叉项的系数值显著大于没有交叉项的值，说明虽然财税政策
会抑制成熟期企业的创新效率，但对成长期的企业则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根据实证
结果可知，财税政策对成长期企业具有一定的激励效果，而对于成熟企业财税激励更多的是
负面影响，进而造成创新效率损失也较大，正好验证了我们的研究假说 H3。
表 4 　财税激励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效率的影响
所有制的异质性 生命周期的异质性
（1） （2） （3） （4）
创新投入 创新效率 创新投入 创新效率
创新投入
滞后一期
0.571***
--
0.783***
--
(0.148) (0.068)
创新效率
滞后一期
--
0.051*
--
0.149***
(0.029) (0.008)
财政补贴
1.322** 1636.197** -0.504 -245.024**
(0.560) (677.121) (0.310) (108.625)
所有制与
财政补贴交叉项
-2.933** -1599.783*
-- --
(1.288) (946.350)
生命周期与
财政补贴交叉项
-- --
0.661* 456.058***
(0.361) (165.444)
所得税优惠
0.073** 453.236** -0.032* -15.553**
(0.033) (178.676) (0.018) (7.787)
所有制与
所得税优惠交叉项
-0.149* -420.788**
-- --
(0.078) (179.179)
生命周期与
所得税优惠交叉项
-- --
0.026* 29.384***
(0.015) (7.604)
常数项
0.043 -139.418 0.047 -43.716
(0.081) (181.754) (0.045) (29.731)
是否控制年份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127 1019 3127 1019
AR(1) 0.000 0.018 0.000 0.025
AR(2) 0.667 0.796 0.352 0.165
Sargan test 0.903 1.000 0.248 0.207
组内 R2 -- -- -- --
注：（1）*、**、***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差；（3）限于篇幅，
本表值只给出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他控制变量和常数项均未在表中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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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a（1）以“企业当年专利申请
数的变化幅度”作为企业创新效率的衡量指标，结果基本保持一致；（2）以企业的“名义所得
税税率与实际所得税税率的差额”作为企业所得税优惠的衡量指标。从实证结果看上，两个
其结果依然与我们的研究假说相一致，其实证结果依然满足我们的假设。因此，本文的实证
结果是较为稳健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财税政策 - 创新转化机制 - 创新效率”的分析框架，可以看出创新效率不仅与创
新投入或创新产出有关，更关键要取决于创新转化机制效率。财税政策对创新效率影响，必
须通过创新转化机制传导而得以实现。然而在目前中国情景下，政府财税政策虽然对企业创
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具有不同程度的激励作用，却在总体上阻碍了创新转化机制合理运行，导
致创新主体错位、创新动力扭曲和创新风险约束机制松弛，进而造成企业创新效率损失，从整
体上考察，财税激励与创新效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但是这种负向影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
其中企业所有制性质和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根据上述分析和基本假说，对国家财税对创新扶持政策的改革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国家科技创新扶持政策的重点，应从以促进创新投入为主，转向以促进创新转化
机制合理运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为主。研究表明以创新投入和研究人员比重为主的激励信
号无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效率。因此，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制定方面，要侧重于创新效
率指标，增加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机制、创新效率等相应条件。在企业享受财税政策资格审查
方面，要建立公开透明制度，企业信息应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在政策实施方面，应将
资金的拨付时间由事前改为事前、事中与事后相结合的方式，全程掌控资金的用途。在企业
考核方面，应弱化投入考核，强化产出和效率考核，要对企业创新效率进行定期评估，及时审计、
跟踪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并根据审核结果决定后续资助资金拨付。
第二，消除科技政策扶持的体制性歧视，合理分配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创新
资源。研究表明，国有企业存在着创新效率损失，却获得了比民营企业更多的财政补贴。因此，
应设定合理的政府补贴强度空间，消除对国有企业的高强度补贴。应规范财政扶持资金审核
制度，促进科技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优化配置，推动创新效率提升。
第三，国家财税政策应逐步退出竞争性研发活动，应以促进创新活动外部经济性为主要
目标。政府财税激励政策，作为公共政策重要工具，应逐步加大对基础研究、公共科技创新平
台和科技企业孵化器的扶持力度，而逐步退出对一般竞争性研发活动的财税支持，以营造公平、
公正市场竞争环境。同时，研究表明发育期、成长期企业的研发能力更强，但也面临较为有限
的融资渠道。因此政府应该在企业的导入期和成长期加大资金的扶持力度，重点加强对天使投
资、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投资（PE）等基金培育，为企业创新创业的不同阶段提供差异化
风险金融支持，避免财政科技资金投入“少而散”的弊端，保证有限财政资金“花在刀刃上”。
a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部分的实证结果未列示。
